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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作为清代乾嘉之际扬州学派代表人物, 作为著名易学家, 焦循不仅以精研《周易》著称, 而且以易学的理论, 对传统堪舆学进行了认真的考辨和分析, 语多精谛。特别是对明清两代广泛流行的堪舆之学, 从学理上作了深入的批判, 这在清代乾嘉之际的学术界,可谓空谷足音, 对我们今天研究焦循的易学思想, 其中不乏积极的学术启发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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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循(1763 - 1820) ，字理堂, 一字里堂, 晚号里堂老人, 清代乾嘉之际的著名易学家。清代嘉庆十七年(公元1812年)十一月, 焦循正在夜以继日地撰写《雕菰楼易学三书》, 适逢友人汪掌廷(即汪光烜)从扬州派家人前来询问“堪舆”一事。为了答复友人之托和他周围人的请求,于是撰写了《八五偶谭》一书。据焦循《八五偶谭》卷首《自序》说：“余既病卧北湖之滨, 日以注《易》为事,汪君掌庭自城中遣仆致书于余, 问形法家十二长生, 或主向上消纳, 或主坐山消纳, 争讼不能决, 欲得余一言为信。余即书一纸, 与使者持去。坐间适有治八五之术者, 请问其义。余口说而彼笔之, 遂得一卷, 略加次第而系之以图, 名之以‘偶谭’。所以质之能儒、能好学深思者, 非术士所能知, 亦不愿与迂泥者议也。”由此可知,《八五偶谭》实际就是焦循专论《周易》与堪舆学之间关系的著作。

现存《八五偶谭》一册, 不分卷,系焦循手写行书稿本。封面原题“里堂先生八五偶谭”, 并署“丙子秋月,得于金陵书肆, 乃扬州之三余堂也”。可见焦氏生前著作, 在其病逝后曾一度散失, 并由后裔在南京书店出售。该书卷首附有九幅“三合宅法图”,卷末又有依《周礼占梦注》而草拟的“建厌图”若干幅, 另附有“汪掌廷致刘恭甫书”信札一函。《八五偶谭》以主客设问的形式, 列出二十六个专题,对当时广泛流行的以气、五阳、五行、八卦及罗盘指南针等堪舆学的理论依据和操作工具作了深入的辨析, 并就堪舆学的起源、《周易》与堪舆的关系作了详细深入的阐明, 尤其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《葬书》、《青囊奥语》、《天玉经》等相宅之书作了有力的批判。由于《八五偶谭》迄今未见收录于现存焦循的各类著述, 仅以孤本的形式流传于世, 所以鲜为人知。然而作为焦循易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, 很有必要对它作一番剖析和评说。

一、三合与长生

“堪舆”的起源, 一般认为可以推至中国的先秦时期。《周易》升卦九三爻云：“升虚邑”,《说文解字》谓：“虚, 大丘也。”据高亨《周易古经今注》解释：“虚邑, 邑之在丘者,故云升也。升虚邑者, 不畏水患。古者洪水为灾, 徙家迁国, 利升虚邑。”《墨子•辞过》也记载：“古之先民,未知为宫室时,就陵阜而居,穴而处。”陵阜即指那些靠近河流的土坡。古人居处选择在土坡上, 既便于人们取水捕鱼, 又能够躲避经常发生的水患, 故以人居高处为吉利, 这也是后世堪舆家所说的“近水而居”的由来。

“堪舆”一词的本义是指天与地。《史记•三王世家》：“臣请令史官择吉日, 具礼仪上, 御史奏舆地图, 他皆如前故事。”司马贞《索隐》云：“谓地为‘舆’者, 天地有覆盖之德, 故谓天为‘盖’, 谓地为‘舆’, 故地图称‘舆地图’。疑自古有此名,非始汉也。”清代学者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解释为：“盖堪为高处,舆为下处, 天高地下之义。”不过, 在古代,堪舆通常被理解为讲神谈怪。《汉书》引扬雄《甘泉赋》：“属堪舆以壁垒兮,梢夔魖而獝狂。”孟康注云：“堪舆, 神名, 造图宅书者。”可见, 堪舆是中国古代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, 其范围包括对住宅、宫室、寺观、陵墓、树落、城市等基址的布置形态和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, 并将自身和谐地统一于自然之间, 从而追求一种在生理和心理上的满足与完善。然而千百年来, 堪舆这一古老的学问, 因其历代风水师的故弄玄虚, 使它本来具有朴素科学原理的学问, 变成晦涩而又神秘莫测的一种诬术。

“堪舆家”一名, 最早出现汉代, 但当时仅指那些通晓天文与地理知识的占候之士。如《史记•日者列传》的褚先生记：“孝武帝时,聚会占家问之, 某日可取妇乎? 五行家曰可,堪舆家曰不可。”东汉时, 民间风俗重视丧葬, 王符《潜夫论•浮侈》篇指出：“今京师贵戚, 郡县豪家, 生不极养, 死乃崇葬。”为了寻觅理想的丧葬之地,从而导致风水观念的产生。如王充《论衡》中就介绍了当时的风水忌讳的种种情况。魏晋南北朝时, 堪舆之学蔚然成风, 出现一批诸如管辂、郭璞等擅长堪舆之学的大师,他们纷纷著书立说, 堪舆之书层出不穷。从《汉书•艺文志》著录的《堪舆金匮》、《宫宅地形》到清代《四库全书》著录的《山法全书》, 历代史志所著录的堪舆之作不少于二百余部。其中不仅有表、有图、有歌、有诀、有赋, 而且名目也由“秘术”、“真诀”、“钩玄”到“拨雾”、“解惑”、“真机”等变得越发离奇。对此, 焦循极为反感。他指出：

术士之书, 丛杂不一, 独三合、十二长生最为可徵。三合之名, 见于《春秋谷梁传》,云：“独阴不生,独阳不生, 独天不生, 三合而后生。”谷梁赤乃子夏之门人, 其说必有所授,是三合者, 孔氏之遗言也。葬弃生气, 三合而后生, 舍此求生, 难乎其为生矣。(《八五偶谭》)

所谓“三合”, 也称“三元”, 即以一百八十年为一周天, 第一甲子六十年为上元, 第二甲子六十年为中元, 第三甲子六十年为下元, 合称三元。它以水、木、金、火、土五行推论作为依据, 分别由申、子、辰相合为水局, 寅、午、戌相合为火局, 巳、酉、丑相合为金局, 亥、卯、未相合为木局, 是一种较为古老的观察地理方位的方法, 即所谓的“独阴不生, 独阳不生, 独天不生, 三合而后生”。根据三国魏人徐邈的解释：古人称万物负阴而抱阳, 冲气以为和。这种以阴阳之“气”观察地理方位的方法, 在中国古代是有其哲学依据的, 那就是《周易》中的阴阳变化观念。然而将《周易》的阴阳观念与“气”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先秦哲学家老子, 他在《道德经》的第四十二章中早就说过：“万物负阴而抱阳,冲气以为和。”宋代哲学家张载对此则作了进一步的发挥,他在《正蒙•太和》篇中说：“太虚无形,气之本体,其聚其散, 变化之客形尔。”气是万物之源,处于千变万化的状态之中, 而且是不生不灭,“气之为物, 散入无形,适得吾体；聚为有象, 不失吾常……聚亦吾体, 散亦吾体, 知死之不亡者, 可与言性矣”, 这种可聚可散, 不生不灭的“气”的理论, 体现在地理方位中便是所谓的生气、死气、阳气、阴气、土气、地气、乘气、聚气、纳气等等。所以焦循说：“三元即三合也。以天气周流, 则为三元, 以地势列位,则为三合。”同时, 焦循又详述了三合的具体搭配和具体运作。如一白坎,以子丑配之, 四绿巽, 以辰巳配之,七赤兑, 以申酉配之, 三元之有一四七, 即三合之申子辰巳酉丑。三碧震, 以寅卯配之, 六白乾, 以戌亥配之, 九紫离, 以午未配之, 三元之有三六九, 即三合之寅午戌亥卯未等等。(《八五偶谭》)焦循对“三合”说的论证, 正表明他试图以“气”的理论对古代“三合”相宅观念进行一次哲学的解释。由于焦循认为“三合”之说出自孔子遗言,那么它也就是名副其实的孔子真传。这样,焦循也就为“三合”之说的合理性找到了儒家经典的依据。至于所谓的“十二长生”,即指《周易》的十二辟卦, 所以当有问者问“何为十二长生”时, 焦循明确地指出：

(十二长生)即十二辟卦也。胎属子, 复也。养属丑, 临也。长生属寅,泰也。沐浴属卯, 大壮也。冠带属辰, 夬也。临官属巳, 乾也。帝旺属午, 姤也。衰属未,遁也。病属申, 否也。死属酉, 观也。墓属戌, 剥也。绝属亥, 坤也。复一阳生,姤一阴生,坐胎向旺, 即坐复向姤也。坐则阳生, 向则阴生, 阴阳交媾, 天地合德,葬弃生气,莫此为宜。惟坐复向姤, 则复以下临、泰、大壮、夬、乾, 阳长之卦, 皆在来路。姤以下遁、否、观、剥、坤,阴消之卦, 皆在去路。即小往大来之义。(《八五偶谭》)

十二辟卦,一称十二月卦, 即除坎、震、离、兑四正卦外的六十卦,按照君、公、侯、卿、大夫五种等级, 分成五组, 每组十二卦, 复、临、泰、大壮、夬、乾、姤、遁、否、观、剥、坤十二为第一组, 故称十二辟卦。汉代易学家孟喜以此十二卦代表一年十二月, 又具体代表一年中的二十四节气中的十二个中气(月首为节, 月中为中) ,十二卦共七十二爻, 又代表七十二候(每一节气分为初、次、末三候)。之所以将这十二卦来代表十二月, 是因为这十二卦中刚柔二爻的变化正可体现阴阳二气的消长过程。因此, 无论是“三合”,还是“十二长生”, 实际上都是焦循以《周易》的理论来探讨堪舆之学的。

二、形法与术数

既然《周易》与堪舆有着密切的关系, 因此易学中的一些术语也被堪舆家假借为风水相宅中的术语, 如盛行于汉代的“纳甲”便是其中之一。纳甲原是汉代易学的术语, 创自京房易学的积算之法。以甲为十干之首,举一干以该其余。后来三国虞翻又以八卦所属方位来推断天支的方位, 如甲乾乙坤, 相合为木, 故甲乙处东方位；丙艮丁兑, 相合为火,故丙丁处南方位；戊坎己离, 相合为土,故戊己处中方位；庚震辛巽, 相合为金, 故庚辛处西方位；天壬地癸, 相合为水, 故壬癸处北方位。清人纪昀曾就《宅经》中论及阴阳八卦与相宅的关系时说：“以八卦之方位,乾、坎、艮、震及辰为阳；巽、离、坤、兑及戌为阴, 阳以亥为首,巳为尾, 阴以巳为首, 亥为尾, 而主阴阳相得, 颇有义理, 文辞亦皆雅训。”冯友兰在《中国哲学史》中曾给“纳甲”作了这样的定义：“以震、兑、乾、巽、艮、坤六卦, 表示一月中阴阳之消长, 以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十母,表示一月中日月之地位, 所谓纳甲也。”这样, 八卦、五行和干支便直接与方位、阴阳、日月方位组合在一起, 成为堪舆相宅的基本理论。对此, 焦循却持相反的态度。当有人询问“纳甲”之法,何以古今说法相异的原因时, 焦循指出：

坎离纳壬癸,则始于虞翻。乾坤配甲乙壬癸, 震巽配庚辛, 坎离配戊己, 艮兑配丙丁, 此京房之说也。盖甲乙始壬癸, 终乾坤, 为天地父母包终始, 六子长、中、少, 自下而上缇于其中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言之详矣。魏伯阳用为丹家修炼之诀。以月之朔望, 从晦配之, 已殊京氏本意, 而纳法与京氏无异。虞翻生三国, 时托孟氏易, 造为郡吏陈桃之梦, 谓《易》道在天, 三爻足矣。乃以纳甲说《易》, 而大紊京氏之旨。……余撰《易学图略》已详辨而深斥之。今之术士, 拾虞翻之唾余而奉为异宝, 不值一噱, 又何足辨！(《八五偶谭》)

京房、虞翻作为汉代象数易学的代表, 他们运用纳甲解释《周易》, 尽管有种种缺陷, 但他们创造性地开拓易学的取象方法, 在中国易学史上自有其特定的历史地位。然而堪舆家将其移植并借用为堪舆相宅理论, 那就失之牵强, 既不符合易学的原来精神, 也使堪舆相宅理论日趋繁琐与神秘。所以焦循进一步指出：

纳甲之法, 不过假月出朋没之方耳。虞翻虽云坎离生冬, 其称坎离,所纳仍为戊己, 未尝遂以为壬癸也。今既纳壬癸, 则坎离同在北矣。……此吾家延寿先生传之京房。近世用《火珠林》者, 尚知宗之。乃地理不学之徒, 既以坎离纳壬癸, 又以三合羼之, 乾坤艮巽遂不纳支, 以乾坤坎离为阳, 以艮震巽兑为阴, 造为净阴净阳之说, 彼术士不足计。特阴阳五行不外乎《易》, 京氏虽及灾异, 而其大旨不与《易》殊, 奈何读羲、文、周、孔之书, 而甘为无知妄作者所愚也, 则良可恨也。(《八五偶谭》)

正是基于易学的立场, 焦循又探讨了有关堪舆相宅的形法问题。所谓“形法”, 顾名思义, 即以考察山川地形选择有利环境的建筑理论。在堪舆家看来, 选择有利的建筑环境,无非要考虑到“龙”、“穴”、“砂”、“水”、“向”等五大要点。“龙”指山脉,根据山形,即可判断其为飞龙、卧龙、降龙等, 如三国时诸葛亮的住处被称为“卧龙岗”就是一例。“砂”即丘陵或高坡, 它作为建筑宅基的屏护,实含有纱帐帷幕的内涵。“水”对于人的生活起居至为重要, 而形法理论也每每将山与水相联系在一起, 即人们常说的“水随山而行,山界水而止”。“穴”和“向”都是决定建筑的实际位置和方位。这五大要点共同组成了堪舆相宅理论的支点, 一直为古代堪舆家所遵循不移。然而焦循却提出疑议, 认为形法源自古代音乐。他说：

古人以律吕推测阴阳、五行,天地之气寓于声音, 最为可凭。阳左旋, 阴右旋, 正古律吕合声之道也。张文饶云：五运六气, 天之五行也。五音六律, 地之五行也。纳音, 人之五行也。测地之五行, 而不本于音律之左旋右旋, 不已傎乎！彼术士何足以知此！(《八五偶谭》)

其实,早在汉代班固所撰写的《汉书•艺文志》中就说过：“形法者, 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廓室舍形, 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、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。犹律有长短,而各徵其声, 非有鬼神, 数自然也。”并录其五行家的《钟律灾异》、《钟律丛日苑》、《钟律消息》、《黄钟》等书,以证其说。显然, 焦循认为形法渊源于古代音乐是有根据的。不过焦循文中所谓的“阳左旋, 阴右旋”, 指的是堪舆相宅施用的工具,即罗经(罗盘)。罗经一般以天地两盘相配而成,天盘圆形居内,地盘方形居外,以象征古代“天圆地方”的观念。天盘内圈中心一层称为天池,也称“太极”, 借用《系辞传》的“易有太极”一语, 以表示原始阴阳未分的混沌世界。内圈的外缘共分十二月将, 天盘中心以浮针定阴阳两界,即子午中分, 浮针向左则为阳, 浮针向右则为阴, 以此判断方位的吉凶。后世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三盘四圈等, 而浮针也更为细化, 由中心浮针分为正针、缝针、中针三针。正针的功能在于确定南北方位, 起指南作用并由此测定山脉的具体方位。缝针的功能在于二十四山方位向左错开半格, 即指仄影子午。中针的功能在于二十四山方位向右错开半格, 即指北极子午。三针分置于天、地、人三盘上,以象征中国哲学的天、地、人合一的思想。然而焦循却将其强调为“古律吕合声之道”, 认为“地之方向,一定不移者也。故无论子、午、卯、酉、寅、申、巳、亥,皆从左旋,十二辟卦, 乃天气之周流,视阴阳而左右,所谓上下无常,惟变所适也。阳左旋, 阴右旋, 即爻乾贞于子、坤贞于未之义,《京房易》乾初纳子二, 纳寅三, 纳辰四, 纳午五, 纳申上, 纳戌为左旋。坤初纳未二,纳巳三, 纳卯四, 纳丑五, 纳亥上, 纳酉为右旋。其说本之《周礼•大师》,合阴阳之声。阳声黄钟子, 太簇寅, 姑洗辰, 蕤宾午, 夷则申, 无射戌, 此阳之左旋也。大吕丑, 应钟亥, 南吕酉, 函钟未,小吕巳, 夹钟卯,此阴之右旋也。阳左旋, 阴右旋, 所以合阴阳之声。相地亦阳左旋, 阴右旋, 所以合阴阳之气也。”显然, 这是一种以易学变化理论结合古乐十二律,配以六十甲子, 按金、火、木、水、土五行的秩序旋转的纳音说, 而纳音本脱胎于纳甲, 因此焦循认为堪舆形法源自古代律吕, 实际上仍然停留在汉代易学的纳甲理论框架之内。而这个框架, 早在《淮南子》中已有所揭示。《淮南子•天文训》载：

十五日为一节, 以生二十四时变。斗指子, 则冬至, 音比黄钟。加十五日指癸, 则小寒, 音比应钟。加十五日指丑, 则大寒, 音比无射。加十五日指报德之维, 则越阴在地。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, 阳气冻解,音比南吕。加十五日指寅,则雨水, 音比夷则。加十五日指甲,则雷惊蛰, 音比林钟。加十五日指卯中绳, 故曰春分, 则雷行, 音比蕤宾。加十五日指乙,则清明风至,音比仲吕。加十五日指辰,则谷雨,音比姑洗。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维,则春分尽。故曰四十六日而立夏, 大风济,音比夹钟。加十五日指巳, 则小满,音比太簇。加十五日指丙, 则芒种,音比大吕。加十五日指午, 则阳气微极, 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。音比黄钟, 加十五日指丁则小署, 音比大吕,加十五日指未则大署, 音比太簇,加十五日指背阳之维, 则夏分尽。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, 凉风至, 音比夹钟。加十五日指申, 则处署，音比姑洗。加十五日指庚, 则白露降,音比仲吕。加十五日指酉, 中绳。故曰秋分, 雷戒,蛰虫北乡,音比蕤宾。加十五日指辛, 则寒露, 音比林钟。加十五日指戌, 则霜降, 音比夷则。加十五日指递通之维,则秋分尽。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,草木必死,音比南吕。加十五日指亥,则小雪,音比无射。加十五日指壬,则大雪,音比应钟。加十五日指子。故曰阳生于子,阴生于午。

根据北斗运行的规律与一年二十四节气的关系来说明气象与物象,并且又在古代音律的特征与相应的气候特征相通的原则上, 将十二律与一年二十四个节气相配, 从而认定古代堪舆学与古代音律相通, 这不仅给堪舆学披上了神秘的外衣, 而且也给古代音律涂上了神秘的色彩。

然而, 焦循与堪舆术士不同,他并不赞同传统的堪舆形法理论, 指出它是“弃生气自坐处弃之, 术士不识十二辟卦, 而仅知其三, 则或山或向, 挠挠不已者,皆盲说耳”(《八五偶谭》)。同时焦循对“三针”又作了如此界定:“中针缝针,古不必有。古人以干合支, 其界限必以目力精审之,后人设此二针, 以为之界限。譬如古人用算策, 但纵横纪数, 近世西人于筹上书写乘法, 其用为便,而义则仍古之算也。正针横列为二十四山之全,中针缝针纵列于正针之夹缝间,为二十四山之半, 用中缝两针, 仍是用正针或欲不用缝针, 或欲不用中针, 皆不学也。”(《八五偶谭》)为了使堪舆更符合阴阳八卦的易学思想, 焦循将罗盘三针的顺序改造为如下的图式:

    在焦循看来, 三针的转向是有规律可循的, 他在《八五偶谭》曾详载其说。”为了进一步论证其三针指向,焦循认为,就申而言,它近庚,而用庚为申,是以申合庚,此用缝针之支,申合中针之干,庚而为正针，庚申合半。丑近癸,而用癸为丑,是以丑合癸,此用中针之支,丑合缝针之干,癸丙为正针, 丑癸各半。以申可合庚,例诸丑则亦可合艮, 以丑可合癸, 例诸申则亦可合坤。其实, 焦循所说的无论是罗盘还是三针, 都是从《周易》中演化而出的。清代学者认为:“术数之兴, 多在秦汉以后。要其旨,不出乎阴阳五行、生克制化,实皆《易》之支派,傅以杂说耳。”(纪昀等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•术数类一》)总之,上述罗盘三针之间的相互搭配,也就是八卦与天干地支之间的相互沟通。这种搭配与沟通,形成了一幅天、地、人与气、理、数之间的协调和融合的图式, 而这种图式也恰恰是中国哲学中的阴阳思想、五行思想、天人合一思想、理气观念在堪舆学中的体现。所以焦循颇有感慨地说:“术士之书, 故为奥秘以售其术, 不知古今止此, 八卦五行, 伏羲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说之已明。本如布帛菽粟, 无甚难解, 无所为秘诀也。凡称秘诀，不轻语人, 皆妄也。”

三、堪舆学批判

堪舆学的起源虽然较早，但是它的正式流行, 则在中国历史上的晋代之后, 其标志便是这时期堪舆学大师的辈出和堪舆学图书的正式出版。如被誉为堪舆学鼻祖的郭璞, 字景纯,晋代河东闻喜(今属山西)人,相传他“周积博物,有出世之道,鉴天文地理,龟书龙图,爻象谶纬,安墓卜宅,莫不穷微,善测人鬼之情况”,这当然颇有夸大其辞的成分。但是历史上的郭璞确实是一个极富才华的人。他不但注释过《尔雅》,《三苍》,《方言》,《山海经》,《楚辞》,《穆天子传》, 而且还写诗作赋,代表作品有《游仙诗》,《江赋》等。《葬书》是他关于堪舆学的名著,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)说:“后世言地学者,皆以璞鼻祖,故书虽依托,终不得而废欤。据《宋志》本名《葬书》,后来术家尊其说,改名《葬经》。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•术数类一》)除郭璞之外, 历史上被称为堪舆学大师级人物的还有唐代的杨筠松，杨筠松《唐书》无传, 据宋代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录有其名氏。相传杨筠松本名益,字叔茂,筠松是他的号。祖籍窦州(今广东宜县),寓居江西,自称救贫先生,著有《疑龙经》,《撼龙经》,《青囊奥语》等,是倡言形势之说的堪舆学家，清代学者赵翼的《陔余丛考》说:“江西之法肇于赣州杨筠松、曾文迪、赖大有。谢子逸辈,其为说主于形势。原其所起,即其所止,以定向位, 专指龙、穴、砂、水之相配。”可见郭璞与杨筠松作为中国堪舆学的代表人物, 千百年来, 一直备受历代堪舆家的推崇，他们的堪舆学著作与理论,也一直被视为堪舆学的金科玉律，然而从唐宋以来,不少学者对郭璞《葬书》提出了质疑和批评。如唐人吕才著有《叙葬书》,认为古代葬俗“不封不树, 丧期无数”,“葬者, 藏也, 欲使人不得相见”,它与人的吉凶祸福没有任何的直接联系,批评《葬书》为败坏民间风俗之书，宋代司马光的《葬论》,元明时期的谢应芳等人的《辨惑编》、《葬书问对》等,都视《葬书》为歪门邪说。清初学者陈确作《葬论》,抨击丧葬全系堪舆家利用人们寻求荣华富贵, 避凶趋吉的心理,”夸其辞以动之”,目的是骗取钱财,即所谓的“起于葬师之欲贿”，认为《葬书》“凡书之言祸福者, 皆妖书也,而《葬书》为甚;凡人之言祸福者,皆妖人也,而葬师为甚”。(《陈确集》下册《甚次》,《葬书下》)焦循也与历史上的批评家一样, 从学理上力纠《葬书》之非, 以还堪舆学的本来面目。如他虽然赞同郭璞《葬书》中关于"地有四势,气从八方”的堪舆学理论,但是他认为《葬书)在描述预选墓址时，却违背了堪舆学的基本理论,错误地使用地支概念, 从而出现了择时与方位之间的矛盾，焦循指出:

辰戌丑未,土也,万物所藏,故为墓。支之有辰戌丑未, 犹干之有戊己也，分金之法, 避戊己不用,《葬》曰:不用戊己，不用辰戌丑未, 此古今无异议者也。《葬》曰:且不用辰戌丑未，定立向而可不用辰戌丑未乎?知《葬》曰不可用辰戌丑未,则知坐向不可用辰戌丑未矣，选择安葬,不用辰戌丑未,而立向乃用之,亦愚极矣。夫立向与择日,一以贯之者也。(《八五偶谭》)

我们知道，中国古代的丧葬极为讲究择时与墓穴所处的地理环境,方位的确立和选择良辰吉日,它是堪舆学的重要内容和环节，俗谚说“不得真龙得年月”,“地贵平夷”,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然而辰、戌、丑、未原是十二地支中的四支,而古代的年月是以十天干与十二地支循环配合来表示的。既然《葬书》反复强调择时的重要, 但是在具体操作中,却不考虑方位与年月的一致性,所以焦循批评其“愚极”。这种对《葬书》的质疑,实际上否定了当时堪舆家将郭璞《葬书》视为堪舆学的权威经典的作法。

与批评《葬书》一样,焦循还对以杨筠松、曾文迪师徒为代表的堪舆术作了严厉的批判。杨、曾二人曾合作编撰过《青囊奥语》, 此书一直被理气派堪舆家奉为经典。据托名明初刘基所作的序言介绍,该书的内容不外乎嗜谈阴阳顺逆、九星化曜、辨析山水、贵贱吉凶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:"其中多引而不发之语, 如坤壬乙巨门从头一节,历来注家, 罕能详其例。至序内二十四山分逆顺一条,则大致以木、火、金、水分属甲丙、庚申, 乙丁、辛癸互起长生。如甲木生于亥, 库于未,乙木生于午, 库于戌之类，因以亥卯未、寅午戌、巳酉丑、申子辰为四局, 反复衍之, 得四十八局。阳用左旋, 阴从右转, 盖本之《说卦》阳顺阴逆之例, 为地学理气家之权舆。”所以当有人问及如何理解杨筠松,曾文迪所著《青囊奥语》所言九星是否就是北斗时，焦循明确指出这是欺人之谈:

  北斗七星，一天、二地、三火、四水、五土、六木,七金,今以贪为一,巨为二, 禄为三, 文为四, 廉为五,武为六, 破为七,与北斗七星既不合,而辅弼二星本在七星之外, 是为九星, 挨星者, 或用七, 或用八,或以贪、巨、禄、文、廉、武、破、辅为序,或以辅、武、破、廉、贪、巨、禄、文为序,参差不一,全无理义。近又见一说,以贪、廉、武、文、禄、巨、破、辅为序, 而以《天玉)为附会,不知皆不必者也。杨筠松《撼龙》第取比九星为罔峦之形而已。（《八五偶谭》)

所谓九星，《素问•天元纪大论》:“九星悬朗,七曜周旋。”即北斗七星加上辅、弼二星。堪舆家曾将八卦的每卦三爻的变化与五行相配比附为九星, 并以此推演出八种形式的术语:一为贪狼木、二为武曲金、三为巨门十、四为左辅木、五为破军金、六为廉贞火、七为禄存水。《汉书•翼奉传》说: 北主贪狼,申子主之,南方廉贞,寅午主之,而以贪狼为忌,以廉贞为吉,故忌子卯而贵庚午。贪狼属水,不属木,亦非天星北斗之名。干宝解《易•噬嗑》云:初居刚燥之家, 礼贪狼之性。《噬嗑•初九》属震, 此以震为贪狼，似为贪狼属木之本。然已非古义。所以焦循讥其为“如稍能读读书, 知古之称贪狼并不作此解, 则纷纷者可尽削矣”,“杨、曾术士,未能知其原也”(《八五偶谭》)。
   
同时,焦循还对后世堪舆家借用《青囊奥语》的名义, 兜售邪说, 进行了批驳。如焦循认为托名杨筠松的《都天宝照》虽有三元之说,实未有左右顺逆之说。后之附会为此不稽之谈,以惑听闻,“真邪说矣”。而且《都天宝照》, 虽相传为杨筠松作,然篇中称杨公妙决, 又称筠松真妙决,显是后人依托之辞。焦循认为“筠松《青囊奥语》, 简净精微, 曾氏之《青囊序》, 即已支离繁冗, 譬如王叔和之伤寒例, 虽述仲景, 而已有乖于仲景者矣。至《天玉》必非杨氏之作, 或即曾氏之流托之, 而《都天宝照》又其后为者矣。八神四个云云, 秦氏宫璧说之最详, 今据为此三元之说者, 谓自子之西起, 壬一字,丑一字, 甲一字, 辰一字, 丙一字,未一字, 庚一字, 戌一字, 此八字皆向左行, 皆是四个一也。顾壬丑甲辰丙未庚戌明是八个,则当云八神八个一,用以解八神四个一条明了,义则《天玉宝照》亦有, 不容谬托者也。既云不可兼矣, 乃又谓辰戌丑未可兼乾坤艮巽,则自相矛盾矣。”(《八五偶谭》)焦循还驳斥明人蒋平阶的《水龙经》荒诞不经:“蒋大鸿之流依据先天八卦,以驳三合十二长生,不知先天八卦, 乃赵宋时所伪造,古无之也。伪造《青囊经》者, 拾周濂溪无极而太极五字为说, 不学者奉为珍宝,竟是濂溪太极图说, 抄袭《青囊》已属可笑,而据先天八卦以驳三合十二长生，稍能读书者，自知其妄,吾不屑论矣。”(《八五偶谭》)嘉庆五年(公元1800年),焦循入幕杭州阮元武林节署, 当时有堪舆者自言能以珠盘推算, 署中学人见此都确信无疑, 只有焦循敢于当面揭穿其弄虚作假, 结果“伊持算半日, 莫能出一言。或问余,余曰:吾视其算,全是信手乱动，不成教法,吾以目注其珠盘,彼乃不敢言耳。呜呼!世之术士,自称秘奥不传之决者, 此其类矣”(《忆书》卷三)。

总之,堪舆之学,在明清两代广泛流行,成为封建社会知识阶层中的一个重要行当, 社会影响很大，在所谓的三教九流之中, 堪舆位列第四(俗称“一流举子二流医,三流丹青四地理,五星六爻,七僧八道九行棋”),仅次于读书人、医生和画师，足见其地位和公众重视的程度之高。然而堪舆学所带有迷信色彩的内容繁复驳杂, 玄之又玄,它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应该说主要是心理方面的。就信奉者而言,它不外乎填补人的特殊心理,寻求一种难以解脱的精神慰藉而已。就中国儒家文化及其古代辉煌的建筑文化遗产而言,它的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。然而, 焦循从易学的角度对堪舆学的阐明与批判, 这在清代乾嘉之际的学术界,可谓空谷足音。这对我们今天研究焦循的易学思想,其中不乏积极的学术启发意义, 值得探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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